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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日军战略调整与国共抗战新格局的形成
*

张 展

1938 年，日军进行战略调整，随后根据战局的变化发动徐州会战并攻向武汉，“给八路军在华
北繁殖游击战争，扩大抗日根据地提供了良好时机”①。毛泽东指出，日军“将华北兵力集中于徐州，
华北占领地就出了大空隙，给予游击战争以放手发展的机会”， “是敌人自己弄错，不是我们使之错
的”②。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相持。围绕日军这一决策的脉络及其后果，考察抗战军事形势
动态演变的研究仍有空间③。本文以论述日军战略流变为基础，结合国共双方对敌情的判断与应对，
以华北为主探讨国共抗战新格局的形成，展现中共崛起为抗战军事格局重要一极的过程，对敌后战场

如何逐步发展为抗日主战场这一重大问题的解释有所补充。

一、日军回师占领区的规划与中共的预判

1937 年底至 1938 年初，中国抗战局势严峻。国民党的被动防御宣告失败，包括首都南京在内，
华北与长江下游各要地先后沦陷，中共领导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刚刚开始，八路军主力集中于

山西一省。全国片面抗战已无力支持，全面抗战还没有到来，正处青黄不接危机严重的过渡期中④。
而日军在连续进攻后，需要休整部队，稳固后方，攻势有所放缓。
为应对中国持久抗战，日军计划在正面进攻告一段落后，限制进攻范围来节减消耗。1937 年

11 月，国民政府迁都至大后方的重庆，宣布长期抗战。日军参谋本部认为，国民党持久战略意在
“诱引帝国军队深入内地”，“通过拉长战线虚耗帝国的国力、军力”。他们将这种以空间换时间的
战略称为 “借地域而行持久”，主张日军 “亦应从速完成持久态势，力避国力散逸”，为控制战争
消耗，“应果断放弃积极行使武力之方针”，这实际上是一种战略收缩。日军要 “避免拉长战线，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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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开辟新战线，主要利用航空力量进攻内地，集中力量确保占领地的治安”。①

1938 年 1 月 16 日，日本近卫文麿内阁宣布停止媾和谈判，从此 “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②。参
谋本部认为，至此 “事变已成为长期战争，必须为持续四五年之久做好准备”③，规划日军 “消极
持久战”“正面进攻战” “长期普遍持久战”三个作战阶段。“消极持久战”为战略收缩与休整时
期，预计持续一年半左右。在此期间，日军将占领区限制于黄河以北及山东、芜湖至杭州以东地
区，还有广州一带，“彻底转向战略紧缩态势，严格控制已有占领区，严禁扩张新占领区”。进攻武
汉被置于第二阶段，即 1939 年下半年之后。④ 2 月 16 日，大本营会议正式通过将作战重点转向占领
区的方针⑤。
华北是日军占领区的核心，也是其准备集中力量肃清的重点地区。参谋本部要求 “以华北为中

心成立中央政府”为前提 “彻底稳定华北”，尽快控制黄河以北地区⑥。至 1937 年末，日军已沿交
通线占领山西、河北主要城市与大片地区。日军攻占太原后，天皇于 11 月 13 日对华北方面军下发
敕语予以嘉奖，标志着其已完成阶段性目标。15 日，华北方面军发布甲第 126 号作战命令，以 “确
保现有占领区的安定，同时整顿军队、恢复战力，准备南方的下一阶段作战”为方针，命令第 1 军
“确保太原盆地及作战地区内，尤其是主要交通线附近的安定”，第 2 军 “击溃黄河以北之敌，确保
津浦沿线的安定”⑦。由此，除第 2 军继续沿津浦线向山东正面进攻外，华北方面军主要转入稳定占
领区的作战。日军采取循序渐进的作战方针，“先确保军队驻扎地及主要交通线附近治安，之后逐
渐扩大至整个地区”，并以中共作为占领区的主要对手，“将讨伐重点指向中共军队，尤其要尽早粉
碎共产区域的形成”⑧。华北方面军认为，“山西可以左右整个华北的治安，但情况最为恶劣”，在
国民党正规军被逐出山西后，中共的主导地位得以建立，成为 “治安的祸根”，需要尽快将包括八
路军在内的中国军队 “驱逐到黄河以南”。⑨ 华北日军随之开始各种大大小小的 “扫荡”。
对于华北的形势，中共认为，太原失陷是华北战争格局变化的关键节点，“太原失陷后华北正

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以八
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日寇不久将移主力向着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10。而中共应对日军进
攻的作战方针，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在 1937 年 8 月下旬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以 “独立
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为战略方针。刘少奇于 9 月至 11 月不仅提出在山地而且在平原能够也必须
开展游击战争的设想，还要求在华北广大的乡村组织与发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在 12 月的政治
局会议上，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对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提出批评，强调 “一切通过统一战线”，
而毛泽东坚持认为游击战的方针是对的，不应改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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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要在华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从军事角度来看是风险较大的战略选择。相较于与国
民党主力部队相互配合的运动战，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意味着实力尚弱的八路军要深入敌后，远离

有力友军与后方支持，以与占绝对优势的日军周旋。毛泽东指出，这需要有广大的回旋余地，“要
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山地当然是最好的条件，但主要是须有游击队回旋的余地，即广大地区。
有了广大地区这个条件，就是在平原也是能够发展和支持游击战争的”，“没有这个条件，游击战争
的可能性就很小，甚至没有”①。中共在华北战略展开的前提是，“旧的政治机构已被日寇破坏，而
日寇与汉奸的政权还没有在广大的乡村与无数小的城市建立起来”。但是，日军击溃国民党军后，
势必要肃清后方以巩固阶段性侵略成果，不太可能不顾后方持续冒进。所以，中共认为，“如果华
中华南的正规战争不能继续坚持与扩大，我们就要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下独立地和日寇作战”。②

山西的国民党军队被日军击溃后，中共抓住机会推进战略展开，并以避免单独与日军正面对决

为原则。八路军最初发展的空间非常狭小。朱德、周恩来提出，以察绥晋三省交界的三角区为八路
军活动区域，毛泽东则提出应选择冀察晋绥四省交界的四角地区，即 “小四角”，位于太行山脉北
部，恒山、五台山一带③。日军攻向山西后，狭小的战略空间当即造成八路军的被动态势。中共中
央判断，随着太原沦陷，恒山的八路军 “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
脉，亦在其大迂回中”。为打开被动局面，中共中央命令第 120 师转至以管涔山为依托的晋西北地
区，第 115 师以自觉的被动状态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第 129 师开往恒山山脉南端，逐渐展开于
太行、太岳两山脉中④，“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则难以立足”⑤，要将八路军 “小四
角”的活动范围，扩大到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的 “大四角”范围中，而重点于五台山
脉。但国民党军队的迅速溃败，使八路军发展立足的时间极为紧张。太原沦陷时，八路军立足尚不
稳固，吕梁山脉等部分预定的主要根据地的工作尚未开始，中共中央要求不应 “恋战”，要 “迅速
转移”，以不打硬仗为原则⑥。此时华北虽然进入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阶段，但八路军仍将生
存立足作为首要考量，主力也局限于山西一省，尚不具备塑造抗战整体格局的能力。
向山西四角的战略展开，同时为八路军带来机遇与挑战。11 月 15 日，周恩来致电中央与八路

军领导人，报告 “日军占领华北后必以大力压迫和引诱中国军队退到黄河南岸并收容部分军队，以
便全力对付八路军”⑦。在日军回师进攻八路军时，要不要将八路军主力撤出山西，引发党内的讨
论。鉴于尚难与日军正面对抗的现实，中共中央要求 “保障我们河东部队能在晋省支持艰苦持久的
游击战争，及于必要时能迅速安全的西渡”⑧，但后撤是万不得已情况下的无奈之策，八路军主力
“非至有被截断归路之危险时，其主力不应退出山西”⑨。后撤的预期在党内催生了部分悲观动摇情
绪，出现了 “目前即以红军退过黄河为布置工作的出发点”的倾向。但如果真的退过黄河，“将使
我党与红军在各方面感受极大困难，影响华北人民对游击战争的信心，这是最坏的前途”�10。周恩来
也强调不能轻易后撤，八路军留在华北抗战，是推动和领导华北持久战的重要因素�11。23 日，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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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与张闻天强调: “坚持山西游击战争的方针，是中央已定下的方针，谁也不应该对此方针发生动
摇。坚决执行这一方针，决不能束缚红军主力的适当的使用与适当的转移，这两者不能混为一
谈……应该及时预防红军主力需要转移时，在同志中丧失坚持山西游击战的自信心”①。
中共对华北抗战前景的审慎预期是符合实际形势的，此时的日军确实准备切断渡河退路，将中

国军队围歼于华北。他们着眼于肃清黄河以北地区，发动 “河北戡定战”。1938 年 1 月 14 日，华北
方面军命令第 1 军以约 3 个师团的主力，“从京汉线方向推进至新乡附近，将敌压缩至黄河以南，
之后以一部沿黄河西进，切断山西南部敌人退路，以约两个师团策应，沿同蒲线向黄河一线推进，

另向离石方向发起作战”②。正如第 1 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所言，这一作战思路是 “压制黄河各渡河点
以完成包围，大量敌军便成了囊中之鼠，我军通过料理此囊中之鼠，完成对占领地区的控制”③。
2 月，日军开始进攻晋南，并围攻晋西北根据地以策应。17 日，新乡沦陷。20 日，潞城沦陷。27
日，日军第 108 师团占领临汾，第 109 师团占领黄河东岸的碛口和军渡。④

日军的进攻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警惕，随着山西战局恶化，日军在军渡、碛口猛攻河防，威胁
绥德、延安以及河东部队的归路。毛泽东 3 月 2 日致电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三个师的负责人，要
求巩固河防并阻滞日军对潼关的进攻⑤。八路军总部 “同意中央关于保持渡口，巩固后方联络线，
在适当时机转移兵力，同时坚持华北游击战争的决定，并请中央及军委名义对战争形势、前途给八
路军及华北党以原则指示”。3 日、9 日，中共中央两次指示八路军，将主力留山西断敌后路必须是
在黄河、汾河不被隔断的条件下，并要求朱德与彭德怀回陕，防止被日军隔断于山西⑥，担心 “八
路全部被限制于华北敌之包围圈中，根本不能转移至陕甘豫地区”⑦。
但是，日军暂时未有继续扩大进攻的计划。3 月 6 日至 8 日，日军第 20 师团先后攻占蒲城、禹

门渡、潼关渡、芮城、平陆，“控制了山西南部各渡口，完全切断了敌军退路”，基本完成战役目
标⑧，并未继续深入陕西、河南。10 日，参谋本部规定华北方面军作战范围为 “胶济沿线及自济南
起黄河上游左岸”，即济南之上的黄河，河南、山东段以北，山西段以东地区⑨。以黄河为作战限
界，华北方面军准备 “以第 20 师团占领黄河各渡河点，并炮击对岸的潼关，这不仅可以阻止陇海
线的运行，还能给敌军精神上带来巨大动摇”�10。而第 20 师团所属第 1 军认为，以有限的兵力无法
完全封锁黄河渡口，“如果不让一个敌人到黄河以北，不仅任务过重，而且也没有必要，考虑到黄
河之长与兵力之短，在河岸附近配备警戒部队，在敌军渡河时反击消灭即可”�11。
日军基本达成包围华北占领区的战略态势后，准备继续强化肃清占领区。3 月 10 日，华北方面

军宣称，“黄河以北敌军主力基本溃灭，华北戡定略成”，命令 “第 1、第 2 军在各自占领区剿灭残
敌，尽快在地方充实自卫排共组织，确立肃清治安的基础”，完成时间 “以本年 6 月末为目标”，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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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4 月底集中重兵统一在山西北部围歼八路军①。第 1 军据此发布作战命令，称 “各兵团之勇战
已重创敌军，其大部逃过黄河，但山西省内太原、潞安两盆地中间山地 ( 太岳山) 、潞安盆地北部
山地 ( 太行山) 及山西与陕西省境附近，尚有相当数量的中共军队与败军企图搅乱我后方，我军准

备着力于控制既有占领地区”②，并准备派遣第 108、第 16、第 109、第 20 师团，对蒲县及隰县附近
的国民党军、潞安北部和以五台为中心的八路军展开大规模 “扫荡”③。
当时，日军参谋本部对占领区的作战设想是加强封锁，回师肃清，组建占领地守备部队，利用

伪政权组织伪警察和伪军，并大力建设碉堡与要塞设施④。日军回师 “扫荡”将给抗日根据地带来
沉重压力，中共中央从严料敌，但暂不准备命八路军主力撤出华北。在日军进攻于 3 月中旬暂告一
段落时，毛泽东对日军的作战意图作出准确判断，指出: 未来日军 “将在华北修路筑堡，使游击队
不能有大部队的活动”⑤，“大举摧毁我经济基础”，“占领黄河两岸各主要渡口”，这些情况 “是必
然会到来的，有些已在实施”，因此 “各军主力须在敌未将黄河各渡口封锁以前渡过河来，否则将
陷于极大困难”⑥。但中共中央同时认为，主力不应轻易过河，即便黄河渡口被日军控制，只要敌攻
武汉便将造成东部后方空虚，八路军有 “走河北过山东入安徽”的迂回路线可走，“如有某一条活
路，则即被隔断，亦不怕他”⑦。
根据日军的战略计划，八路军的退路确有被隔断的危险。华北方面军部署第 20 师团守备山西

南部，第 14 师团守备新乡周边，第 16 师团守备高邑、彰德、濮阳、临清之间，第 109 师团守备太
原周边及离石附近，第 108 师团守备潞安及阳泉、昔阳附近，上述各部同时负责警戒当地黄河沿
岸⑧。中共判断日军将很快进攻武汉，但日军计划进攻武汉尚在一年半之后，此时的作战方针是肃
清占领区。在华北，日军第 1 军逐步控制封锁黄河渡口，同时肃清占领区，第 2 军亦将在完成津浦
线的作战后回师控制河北、山东。中共并未放松对形势恶化的警惕。3 月 23 日，毛泽东与刘少奇提
出: “八路军主力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有转移地区作战的必要，为了在八路军主力转移至其他地区后
我党仍能在统一战线中有力地坚持与领导华北抗战”，应组织若干支队作为游击兵团⑨。

1937 年底至 1938 年初抗战格局的主轴，仍然是日军战略进攻，国民党军队战略防守，中共军
队在华北的发展尚属初始阶段。八路军在华北的战略展开，大体经历了 3 个阶段: 太原失守前是第
一阶段，八路军主要配合友军作战。太原失守后是第二阶段，八路军各师主力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
游击战争，向山西四角进行战略展开。此时八路军主力仅数万之众，根据地亦局限于五台等少数地
区，实行战略展开以打开空间局限是八路军迫切要完成的任务。但如果日军赶在八路军完成战略展
开前即按计划停止冒进，先回师肃清华北，将八路军困于少数根据地内全力围攻，将严重威胁八路

军的生存发展。为此，中共也审慎考虑在不得已之际将八路军主力撤出华北的预案。但日军作战计
划突然变更，八路军抓住机会实行战略展开的第三阶段，在 1938 年 4 月后大幅度分兵，向河北、
豫北、山东、冀热边和绥远等华北广大敌后区域发展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10，确保游击战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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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转移所需的回旋余地。而日军战略的变化，与其内部博弈及抗战正面战场格局的变化有关。

二、日军的内部博弈与其侵华战略的调整

1938 年初的战争格局，对日、国、共三方而言均难称有利。开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八路军，尚
未完成在华北的战略展开，缺乏游击战需要的回旋余地。国民党军队丢失华北与长江下游大片土地
后，仍处于被动挨打的防御态势。日军虽然成功实现了一系列作战目标，掌握战场主动权，但未能
实现速决求胜的战争目标，战线的拉长大幅增加其战争消耗。
参谋本部战略收缩的作战方针，在日军内部引发了争议。日军采取军政、军令分离制度，陆军

作战事务由参谋本部奉天皇之命代行 “统帅大权”。1938 年初，时任参谋总长为皇族载仁亲王，实
际负责日常事务的是参谋次长多田骏，具体制定日军作战计划的则是作战部作战课。作战课战争指
导班班长高嶋辰彦曾在多田骏支持下上书近卫内阁，提出日本对苏备战不足，需要促成日中和谈，

或在华进行彻底的战略收缩①。中日媾和失败后，参谋本部判断侵华战争将长期化，日本需要限制
在华战争消耗以防备苏联，故以对华作战期间苏联参战为前提制定 1938 年的陆军作战计划②。但陆
军省对参谋本部的作战方针存在反对意见，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称，参谋本部的方案过度强调对苏

战备，对中国战场的投入明显不足。陆军省军事课一致反对参谋本部的收缩方针，课长田中新一分
析，参谋本部的思路是 “如今无法以作战解决事变，好比是无法对敌心脏一击致命，作战不过是
使其局部、末梢出血而已”，主张仍要以速决方针应对侵华战争，“通过推进作战寻求解决事变的
机会”③。天皇侍从武官本庄繁也表示，参谋本部不愿扩大投入，是 “对以长期战争收拾时局缺乏
热情”④。
身处前线的华北方面军从具体作战角度提出折中方案，即先攻占徐州，再转入战略收缩。他们

强调要维持战线，必须先攻下徐州以站稳脚跟⑤。第 1 军主张，在转攻为守之前，先占领郑州并决
溃黄河堤防，以洪水切断中国军队的退路，将之在徐州围歼; 再打通津浦线，“华北与华中的联结
将极为紧密，应对蒋介石所企图的长期抗战即可万无一失”⑥。第 2 军也提出，顺应长期战争的 “对
华新国策”，必须拿下陇海线，尤其是陇海、津浦两线交汇的徐州，从而便于迅速转移兵力，以免
兵力分散，而且徐州附近还是盐米之乡，财源充足，利于持久消耗战。他们也主张掘开黄河堤防，
提供一道隔绝日中两军的天险，方便在未来长期对峙时节约兵力，决堤地点选择在郑州以东的兰封

( 今兰考县) ⑦。对于这些请求，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河边虎四郎以避免扩大战线为由坚决回绝，表
示 “华北方面军应恪守中央的方针”⑧。
日军战略方针转向保守，而国民党却转向进取。一直到南京沦陷，国民党 “口头上一再宣称打

持久消耗战”，“实际上执行的是单纯防御方针”⑨。国民党试图寻机转向攻势防御，改变消极待敌
来攻的被动局面。1938 年 1 月中旬，日军第 2 军完成 “向曲阜—蒙阴一线的追击” “攻击济宁”

·531·2022 年第 5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謀本部第二課『情勢判断 ( 高嶋大佐私案) 』、1937 年 11 月 23 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212040900。
参謀本部『帝国陸軍作戦計画 ( 案) 』、1938 年 3 月 30 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4121199100。
『戦史叢書·大本営陸軍部』 ( 1 ) 、朝雲新聞社、1967 年、第 536—538 頁。
参謀本部第二課『機密作戦日誌』、1938 年 2 月 4 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2120391700。
陸軍大学校『北支那作戦史要———北支那方面軍 第 2 軍の作戦に関する諸事情』、1941 年 7 月 10 日、アジア歴史資
料センター、C11110928700。
《中日战争回忆录摘记———香月清司手记》，《近代史资料》第 85 册，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年，第 107 页。
陸軍大学校『北支那作戦史要———北支那方面軍 第 2 軍の作戦に関する諸事情』、1941 年 7 月 10 日、アジア歴史資
料センター、C11110928700。
陸軍大学校『北支那作戦史要———北支那方面軍 方面軍作戦機密』、1941 年 7 月 10 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C11110928400。
郭汝瑰、黄玉章主编: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第 544 页。



“沿胶济线向青岛前进”的作战任务后①，基本停止了沿津浦线的攻势。第一战区向蒋介石汇报，
日军在津浦线因兵力不足，损失过重，“未敢南犯”②。蒋介石要求第一、第五战区 “应保持主动地
位，对威胁我军之敌采取攻势，使敌人陷于被动。如此我军才能固守，才能借津浦、道清两铁路来
屏障武汉”。2 月 4 日，军委会命令第五战区 “迅向津浦路北段济宁以北采取攻势”。③

国民党军队准备发动反击，侵华日军则借机寻求参谋本部授权其南下。2 月 3 日，华北方面军
向参谋本部提出，徐州以北集结了 10 多万中国军队，“我军应以自卫立场寻机击敌”。河边态度强
硬地回复，如果 “受敌军引诱而意外地扩大战线，分散兵力”，会破坏下一步军事大局，强调 “在
现占领地区以南，就算以自卫为名采取攻势”，也是 “中央部已确定的大方针所绝不允许的”④。但
华北方面军不以为然，参谋长冈田直三郎认为: “限制对华作战范围，给了蒋政权缓过气的余地”。
为弹压反对意见，河边赴华视察，当面向冈田强调 “作战方针经大本营御前会议决定”，“即便存在
担心拖长收拾时局时间这样的反对理由，中央部也不以为意”⑤。

1938 年 2 月的津浦线战局，呈现国民党军攻、日军守的态势，影响了国民党高层对战争形势的
判断。2 月 6 日，第五战区令第三集团军以主力进攻济宁之敌，以其一部攻击汶上之敌⑥。中国军
队发起进攻后，华北方面军向参谋本部提出派遣第 10 师团驱逐反攻济宁、汶上的中国军队，并以
第 5 师团一部策应攻向临沂，承诺这是 “追击眼前之敌，绝不是深入的南进作战”，但未能得到参
谋本部批准⑦。日军限于战略收缩方针，对中国军队的进攻采取防御姿态。蒋介石认为日军 “津浦
战事已受顿挫”，“必待援再攻”，而援军兵力也捉襟见肘，“当不足为虑”⑧，到 2 月 “敌军行动迟
缓，较预想相差甚远”⑨，至 3 月 “倭军现势仍是消极”，怀疑 “倭寇制造南京伪组织，将为终止军
事行动之预备乎”�10。军委会也分析认为，“敌人为缩小战场及节省兵力起见”，将 “使江南江北之
一部部队，暂取守势，抽调兵力，移师北上，以扫荡我国在河北及山西作战之部队”�11。
日军参谋本部坚持战略收缩的强硬态度，遭到陆军省的暗中反弹。3 月 1 日，仍在华视察的河

边突然被外调到滨松飞行学校，由陆军省军事课高级课员稻田正纯接任作战课课长。河边认为这次
人事变动的背后是路线之争，自己对战略紧缩方针立场坚决，导致有人背后活动罢免了自己�12。作
战课课长调整后，参谋本部批准了华北方面军的作战请求。3 月上旬，对参谋本部 “有无扩张战线
之意”的质询，华北方面军强调 “中央部误解了我们”，得到参谋本部许可追击�13。日军第 10 师团
与第 5 师团一部随之南下，追歼在济宁、汶上攻坚不利的国民党军队。
日军既然兵力不足，为何仍分兵南下? 国民党认为，其意在借战胜之威，侥幸投机于轻兵袭取

徐州，故应集中优势兵力坚决打击。“敌人因军事著著顺利，因而骄狂至极，徐州为战略要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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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争之地，而敌人仅以矶谷廉介之第 10 师团由津浦北段南下”，配合第 5 师团及华中派遣军少量
兵力企图攻取。对此，军委会 “令第五战区采取攻势防御”，“令汤恩伯、孙连仲、张自忠、廖磊、
李品仙、庞炳勋等有战斗力量之部队赶迎徐州准备会战”。① 3 月 17 日、18 日，张自忠、庞炳勋部
在临沂重创日军第 5 师团，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报捷称，日军 “被我军围攻，歼灭甚重”②。蒋
介石通报其他战区，日军在临沂被 “彻底击溃”，国民党军队 “猛烈追击”， “津浦线北段正面之
敌”也遭 “多方面包围聚歼中”，此战 “为开战以来不可多得之胜利”③。第 5 师团在临沂受阻的同
时，负责将中国军队赶向大运河以西的第 10 师团，其濑谷支队也在大运河畔的台儿庄遇挫。
日军孤军深入受挫，坚定了国民党对攻势防御的信心。国民党高层普遍认为日军疲弱，应借机

扩大战果。徐永昌称: “与其战于武汉，何如战于晋、冀、豫、鲁?”临沂报捷后，程潜、宋哲元、
商震、白崇禧、刘峙等 “咸主积极进攻”，只有蒋介石介意日军防守能力，要求待敌来攻④。但蒋介
石也未能判断日军分兵南进的真实意图，一方面，“观乎鲁南倭寇之战况，实呈强弩之末之象，断
定倭寇不敢再进矣”; 另一方面，发现日军又无撤退之意，“临沂之敌，进退无常，台儿庄之敌，败
而不退，其后方亦无援军，究有何待，应切实研究”。但最终根据对战争局势的整体判断，蒋介石
认为打通津浦线意味着日军要放弃战略收缩，下定 “进攻粤汉之决心”，而 “倭寇上月末不能打通
津浦线，或将变计，军事至今险恶时期已过其半乎”⑤，可以大胆 “再加预备军竭力歼灭台儿庄之
敌”⑥，其思路立足于判断日军 “不能”的基础之上。
而中共中央则认为，日军仍然掌握战场主动权，“依此时敌情，河南、安徽、潼关、西安乃至

武汉有很快发生严重变化的可能”⑦。蒋介石的战略思路有着明显的冒险色彩，原本主张进攻的徐永
昌转而劝其谨慎，“敌不难立调数万精锐与我一拼”，不可对日军 “过事强迫”，“何必冒大危险以
求一日之逞”。蒋介石对此也表示了认可⑧，但仍继续向徐州增兵。此举为国民党军带来局部战场的
短期优势，“进攻台儿庄之敌，只剩矶谷廉介一师团”，“以一师团对我十师”，结果日军损失惨重。
白崇禧宣称，这是敌军 “轻敌之结果”，增兵 “是最高统帅明智之决策，为台儿庄胜利之基础”⑨。
根据战局的变化，日军参谋本部放弃了战略收缩方针。3 月，除华北方面军外，华中派遣军也

上书参谋本部，并同时由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上书海军军令部，请求攻占徐州、安庆�10。这意味
着在日军内部，陆军省、侵华陆海军部队乃至参谋本部的作战课课长，均坚决主张继续进攻。3 月
24 日，华北方面军向参谋本部报告，“与优势敌军近距离接触”，中国军队发起了 “决战攻击”，用
重兵 “对我军各个击破”，日军若借此机会进军徐州，可以获取 “伟大之成果”。多田骏最终让步，
于 4 月 3 日通知华北方面军 “内定击破徐州附近之敌”。�11 7 日，参谋本部正式发布进攻徐州的命
令�12。日军之所以改变作战方针，也因为军政高层此时准备重新劝降国民党政府，旨在应对持久战
的收缩战略失去存在理由，而战场形势等客观原因使日军的战略转变极为仓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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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国军队的反攻使日军需要转入大规模的攻势，才能保持有利的战略态势。日军注意
到，中国军队 “认为我军专心于稳定占领区，已无攻势作战余力”，因此 “行动越来越活跃”，“如
果放任不管，不要说扶植新政权解决事变，就连在华日军的安全都不能保证”，所以 “大本营决定
对集中于徐州附近的中国军队以一大打击，消除我军烦扰，挫败敌军的抗战意志”①。其次，日军急
切需要挽回台儿庄败局。“台儿庄的失败，使得有必要给予徐州之敌以决定性的打击。”② 再次，台
儿庄之战产生了不利于日本的国际舆论。美国媒体称台儿庄之战是 “日军前所未有的屈辱战败”③;
中国驻美陆军武官郭德权报告: “美将校自称过去被日本夸张所误，刻日军纸虎已被华军刺穿，竟
遭惨败，遗弃伤亡于战场，实日军奇耻。”④ 日军担忧中国围绕台儿庄之战的积极宣传，“使援蒋各
国更加积极”⑤。最后，日军希望抓住时机消灭国民党军队在徐州的主力。华北方面军主张: “徐州
的得失相对是次要的”，重要的是 “以尽可能小的牺牲，对聚集徐州的敌军集团以尽可能大的打
击”⑥。这些因素使日军急于迅速打开战局，以免贻误战机。
日军进攻徐州的主要目标，由攻占要地转向消灭有生力量，这要求投入远较预期更多的兵力。

日军参谋本部得知 “徐州附近聚集着四十个师约四十万军队”，判断 “这是捕捉歼灭敌军的好机
会”，要求在徐州附近发起围歼战⑦。华北方面军准备构建一个巨大的包围圈，“在徐州附近及津浦
线以东吸引敌之大部兵力，从徐州西面和西南包围之，切断其退路，进而攻占徐州，歼灭敌军”⑧，
同时针对来自陇海线的增援兵力 “围点打援”，在徐州附近 “各个击破”⑨。围歼战不仅要求投入大
规模兵力，还要求迅速行动以免对手逃脱，结果如畑俊六所观察的，参谋本部对进攻徐州要求很

急，“规模也远比最初设想的要大”�10。
日军仓促发动徐州会战，已无时间从国内调兵，只能直接从山西等占领区调集部队。华北方面

军共辖 8 个师团及若干独立部队，包括第 1 军下辖第 14、第 20、第 108、第 109 师团，第 2 军下辖
第 5、第 10 师团，方面军直辖第 16、第 114 师团，此外还有中国驻屯兵团，独立混成第 3、第 4、
第 5 旅团等�11。其中直接参加徐州会战的兵力，仅以师团为单位，便包括了第 5、第 10、第 14、第
16、第 114 五个师团，可以说是抽调了华北占领区的大半兵力。
日军兵力部署的大调整，对山西驻军的影响是重大而普遍的。日军虽然确定了 “扫荡”八路军

的作战方针，但未能真正得以全力实施。2 月，日军忙于进军黄河的正面作战，对八路军的 “扫
荡”兵力有限。如华北方面军派直属部队进攻灵丘附近八路军时，希望第 1 军派兵进攻涞源的八路
军来策应，但第 1 军表示，现在正向南方作战，后方没有能调用的兵力了�12。3 月，日军计划先由
部分师团单独对八路军进行 “扫荡”，待各部队准备完成后，再集中主力进攻各根据地，尤其是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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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作为八路军发展重点的五台山一带，要求不仅“彻底消灭”共产党员与八路军，还要 “彻底消灭”
与之有关系的民众①。4 月上旬，日军第 108 师团率先对晋东南的八路军第 129 师发起九路围攻。而
作战开始后，第 2 军联络第 1 军，承认 “台儿庄附近的战斗显然已经失败，第 2 军正努力挽回战
局”，请求其紧急自山西向津浦线调兵援救②。华北方面军不断向第 1 军发出紧急调兵命令，第 1 军
只能抽调用于 “扫荡”的兵力， “中止对五台中共军队的扫荡，就可以让第 109 师团的兵力有余
裕”。第 1 军后来总结教训称，徐州会战期间，“考虑现有兵力，为了实施本次作战，只能放弃潞安
盆地，且不得不放松太原北部的守备”，当然也 “中止对五台山的扫荡”③。香月清司也表示，为
“策应徐州会战，此次占领区的肃清作战即告终止”，“空留 ‘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之恨”，于是
“士气逐渐松懈，战意消沉”④。
随着日军主力调离山西，抗日武装迎来大的发展时期，如沁县在粉碎日军九路围攻晋东南期

间，相继组建人民武装自卫大队、牺盟游击队、公安游击队及农民抗日救国会等⑤。第 129 师也趁
“华北日军正抽调兵力会攻徐州，第一〇八师团已奉命转调豫北，日军其他部队也在调整部署，我
军乘机出击”⑥，发起反攻。

1938 年春，日、国、共三方战略均出现重大变化。国民党军队寻求由被动防御转向主动攻势，
趁日军攻势显现疲态，集中兵力在局部战场形成优势，促成了台儿庄大捷。日军希望能以决战尽快
结束战争，利用国民党军队集结主力的机会，从速发起围歼战。中共趁日军发动徐州会战而后方空
虚，在华北战略展开，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作为游击战争的回旋余地。

三、徐州会战与八路军挺进平原作战

徐州会战开始时，中国抗战格局尚未出现根本变化。日军仍然掌握战场主动权; 国民党军寻求
攻势防御，却缺乏在决战中与日军对抗的能力; 八路军主力仍然局限于山西一省山地地区，尚未形

成全国性的影响力。但日军匆忙进攻徐州，打破其战略的延续性，使其 “消极持久战思想破产”，
“被眼前的形势牵着走”⑦，在迅速向徐州推进的同时，后方占领区的形势陷入混乱。
蒋介石对日军的战略意图估计不足，盲目乐观地增兵在徐州决战。4 月，第 20 集团军等前线部

队已注意到 “敌在鲁南大举增兵”，“总兵力达十数万人”，“战局之发展，实令人忧虑”⑧。李宗仁
报告: “至平汉山西之敌亦在纷纷东向转移于津浦线上。似此各方之敌，集中于津浦方向，似欲在
鲁南一带与我决战。”⑨ 蒋介石原本顾虑 “勿使我军丧失战斗力，以求持久”，但又押注于日军增兵
能力有限，“敌在津浦南北两段，总兵力不过八师，而其三师已被我击破”�10，考虑到日军进攻前势
必分兵守备，中国军队似可占优势，遂电令 “鲁南方面敌之攻势已顿挫，决全线转攻势，加敌以更
大之打击”�11。李宗仁随之以 “贯彻与敌决战方针，移动兵力，准备一切”的思路进行部署�12。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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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兵力调整接近完成，在徐州附近部署华北、华中 8 个师团、2 个支队，以及关东军 2 个旅团等，
多达 20 余万人。而当时蒋介石仍认为日军兵力不足，“既不能由其国内新增援兵，则我可积极增兵
进击”①，仅考虑正面作战占得优势，未能发觉日军围歼企图，“把所有的部队都投到第一线”，“第
一线正面绵亘三百多里，投入兵力四十多万”，而机动部队不足②。

5 月，日军向徐州发起进攻，国民党军队迅速崩溃，但日军亦未完全达成战略目标。5 月 5 日，
日军各部按既定部署，自南北两个方向向徐州迂回包围。15 日，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于济南开设战斗
司令所，督促各部按计划迅速推进。由于发现中国军队突围的企图，日军 17 日发布作战命令，宣
布 “徐州附近敌军主力濒于全面崩溃”，要对之 “压倒击灭”“穷追捕捉”③，各部迅速收缩包围圈。
同一天，李宗仁托词 “各方面部署已大体就绪，为指挥便利计，拟于今晚移动指挥位置”④，紧急
撤出徐州。蒋介石仍坚持 “只要我运河与徐州国防工事能固守不动，则敌此次大包围之计划，必可
被我粉碎，而且可予以歼灭也”⑤，要求李宗仁 “突围后如能反攻徐州更好”⑥。但他很快发现，日
军进攻之凶猛远超预计，向来 “敌人未有如此之速，而敢冒险也，实使人猝不及”⑦。为阻止日军
快速追击，国民党竟于 6 月 9 日掘开花园口黄河大堤。日军拦截围歼国民党军队的目标也未能实
现，由于其进攻徐州的决策极为仓促，准备很不充分，在作战中甚至出现由于缺乏情报，将迎面遇

到的国民党军队误认为友军的情况，最终使国民党军队主力得以逃脱⑧。
日军在徐州构建包围圈所付出的代价，是华北后方占领区的形势濒临崩溃。5 月，日军主力猛

扑徐州，后方防备极端空虚。以晋南的第 20 师团守备区为例，“山区的敌军进入平原，中央军大兵
团也渡黄河北上，各地守备队被包围，同时民众活跃地进行抗日游击战”⑨。第 20 师团向第 1 军求
援，强调在山西南部无力防守。收到报告后，第 1 军认为，这是 “受到方面军主要作战 ( 即徐州会
战) 的不利影响”�10，“本军可使用之余力殆尽”，于是 “对增援的要求予以回绝”�11。第 20 师团司
令部被团团包围，连辎重队都上了一线�12。为解救困局，第 1 军批准第 20 师团 “使用特种发烟筒及
特种发烟弹”，即毒气，要求 “特别注意掩盖使用特种烟弹的事实，切不可留下痕迹”。第 109 师团
各据点也被包围，中阳守备队陷入重围无法突围，“粮秣已尽，请求向城内空投”。�13 山西境内日军
全面陷入寻求自保的困境。
山西日军的困境，意味着八路军形势的迅速好转。主持北方局工作的杨尚昆报告: “在省委所

辖之二十四县内，现只同蒲沿线各县、汾阳、离石、中阳、孝义、河津、稷山等城有敌据守，整个
吕梁山脉中的十余县，已全无敌踪。据守各城之敌，多者数百人，少者数十人，多系据守城内，不
敢远出”，“敌以增援津浦之故，月前曾大批抽调在山西的部队去徐州附近作战，故山西能取得这样
的暂时缓和，敌人不得不暂取守势。这是山西南部的情况，也可以说是我们开展工作最有利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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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抓紧的时机!”① 在山西南部，晋冀豫根据地面对的日军第 14、第 16 师团均调往徐州参加会
战②; 在山西北部，晋察冀根据地的情况如聂荣臻所言，在徐州战事紧张中，日军是无力来肃清华

北的，相反的，它还要转移华北的兵力以增援徐州方面③。在黄河河防方面，八路军也以反攻迫使
军渡、碛口之敌东返离石，并驱逐了侵占府谷之敌④。
针对华北战局的变化，中共中央及时而灵活地转变战争策略，及时作出开展平原游击战的重大

决策。在战争实践中，中共逐渐尝试向山西之外探索平原游击战的可能性。刘少奇提出要在华北山
地与广大农村普遍发展根据地，彭德怀也认为，“只要有群众，就能发展游击战争”，突破了地形对
游击战争的限制。晋察冀边区首先明确提出平原游击战争。1937 年 10 月，吕正操率部脱离国民党
军队，与晋察冀根据地取得联系，在冀中开辟中共首创的平原抗日根据地。第 129 师也发现整个冀
南平原 “日军无几”，国民党统治崩溃，日伪统治尚未完全建立，广大农村处于混乱的无政府状态，
于是派先遣队伍深入冀南平原开展工作，很快立稳足跟⑤。这些探索表明，日军集中兵力于正面前
线，后方未及完成部署，使平原游击战成为可能。1938 年 3 月 11 日，刘少奇与杨尚昆等提出: “太
行山脉、冀晋边各得力游击队，似应更多地到平汉路以东去行动，更大发展河北平原的游击战争”。
这一建议得到中央的支持。4 月，日军向徐州方向集中的同时，中共中央判断华北形势已大为好转，
向平原挺进的时机成熟。20 日，毛泽东、张闻天与刘少奇共同致电聂荣臻、彭真、朱德、彭德怀
等，指出 “目前你们的中心任务是在各方面巩固已获得的胜利，并在巩固的现有基础上去继续发
展”⑥。21 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平原游击战的指示》，提出 “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扩大的发展
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而且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应即在河北、山东平原划
分若干游击军区，并在各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地系统地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⑦。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八路军挺进平原实现了根据地的大发展。在冀中、冀东地区，八路军

4 月粉碎日军 “扫荡”后，成立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西起平汉路，东至津浦路，北至平津路，
南达沧石路，整个冀中平原的广大农村，几乎都为抗日武装所控制”。八路军第 4 纵队向冀东挺进，
成功领导冀东人民武装大起义。⑧ 在冀南、冀西地区，4 月 22 日，八路军总部命令第 129 师从太行
山区迅速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铁路沿线展开⑨。第 129 师前梯队由师长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率领前
出到邢台以西，将主力分为平汉路东西两个纵队，分别向冀南、冀西进军�10。5 月初，第 129 师主
力到达冀南，加速了当地先遣组织各项工作的进展，到 9 月已解放冀南 20 余县，收编大量游杂武
装，开辟拥有 800 万人口的冀南抗日根据地�11。在山东，由于当地 “已完全沦为敌人后方”，日军深
入向南，“对山东腹地广大山区和平原尚未进行大的 ‘扫荡’。这种形势为我党领导山东人民开展广
泛的游击战争提供了有利条件”，萧华纵队和 685 团于 9 月先后进入冀鲁边和湖西地区�12。而在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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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的八路军，同样 “利用战机大举袭敌，猛烈扩大根据地”①。在日军集中力量于正面战场的 4 月
至 10 月，八路军先后创建和扩大冀南、豫北、冀鲁边、冀中、冀东等抗日根据地，陕甘宁、晋察
冀、晋冀豫、晋西北根据地得以巩固，还向山东和大青山派兵发展②。
八路军向平原的大胆挺进，基于中共中央对日军战略的准确判断。八路军总部曾担忧，徐州会

战后日军 “迅速转移主力来华北首先进攻我军”的可能③。但结合徐州会战后的实际形势，中共中
央于 5 月 26 日指示八路军 “华北游击战争还是广泛开展的有利时机”④; 6 月 2 日指示新四军，“地
区扩大，已不患无回旋余地”，“你们可放手在敌后活动”⑤; 15 日强调，“敌之主要进攻方向在武
汉，对华北、西北暂时无法多顾及，给我以放手发展游击战争并争取部分运动战的机会”⑥。
八路军自山地游击战向平原游击战发展，使游击战争的基础得到了巩固。随着进军平原，“冀

西、冀中、平西、平北和冀东就形成了一个能够充分回旋的广阔战场。山岳根据地是依托，是后
方; 平原根据地是前沿，是粮仓。山岳根据地为活动在平原上的部队提供兵力转移、休整的场所;
平原根据地为山区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这种相互依靠，相互支援，有力地形成了对敌人
占据的主要交通线和中心城市的战略包围，从而更有力地钳制敌人，使华北游击战争得以长期坚持

下去”⑦。
八路军在占领区迅速发展的同时，日本军政高层押注于对国民党政府打开媾和窗口，从而自战

争中脱身。由于国民党政府未如日本所预期的崩溃或衰落，日本动摇了与之作战到底的方针。从徐
州会战到武汉会战期间，日本决策层的基本思路，是改变对华长期作战的战略，在军事上加大施

压，在政治上降低调门，诱使国民党政府求和。5 月底，首相近卫文麿进行 “内阁改造”，“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的主要推动者———陆相杉山元、外相广田弘毅被迫辞职，分别由板垣征四郎、宇垣
一成接任⑧。天皇密友、文部大臣木户幸一表示: “徐州会战后，一方面有必要显示继续进攻汉口的
态势，一方面要考虑结束事变的方法。”⑨ 而板垣与宇垣的上任，就是要利用他们精通中国事务与国
民党政府媾和以结束战争�10。宇垣要借 “徐州的胜利”调整原有方针，“寻求光荣的和平”�11。
6 月 24 日，近卫内阁通过 《今后之中国事变指导方针》，要求 “对第三国友好的调停，根据其具体
条件，可酌情同意”�12。
日本高层的政治意图裹挟了参谋本部的作战方针。参谋本部支持媾和以避免持久战，“与陆军

省就希望尽早解决中国事变达成了一致”，准备发动使国民党政府崩溃或求和的大决战。这意味着
巨大的作战规模，“陆军需要在既有预算之外，增加八亿二千五百万日元的经费，停止在华兵力减
半的计划，增加约四十万兵力，新设二十四万兵力”。�13 有作战参谋提出，要进攻武汉，除一般的作
战准备外，还要考虑建设新军、对苏备战、国内整顿等重大问题，无计划地扩大战线是非常危险
的�14。但参谋本部着眼于政治要求，采取冒进战略，押注于 “政治军事手段相配合”，以 “确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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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关系调整的根本方针”与进攻武汉相结合来 “解决事变”①。
参谋本部的战略规划忽视了敌后战场的影响。日军对攻占武汉的影响寄予厚望。陆军认为 “攻

占汉口、广东相当于控制了中国，这一作战可以通过武力基本解决中国事变”; 海军也认为，从历
史来看，“控制中原即实际控制中国”②。对日军而言，八路军实施的游击战争确实 “颇为新鲜”，
天皇裕仁曾询问持久战期间日军 “如何对抗游击战术”，参谋本部承认 “尚未详细研究”③。
日军的战争规划主要基于对正规战争和正面战场的考量。游击战争与正规战争的重要区别，在

于 “进”“退”界限的模糊。对正规战争而言，敌 “进”则我 “退”，日军进攻范围愈广大，则国
民党控制区愈狭小。对此蒋介石自我安慰地强调: “地区愈小，成功愈易”，“此次抗战必将缩至最
小区域”④。日军考虑到战线拉长、分散兵力的危险，但认为即便陷入持久消耗战，在日占区与国统
区对峙的战争格局下，日占区范围愈大，战争形势便愈加有利。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就曾分
析称: “考虑到地域、人口、资源等关系，要在当地自给自足，占领区便不能失于狭小，否则将导
致日本的战力消磨渐减。我军必须要将蒋政权从中原驱逐至边陲之地，从而占据军事、政治、谋略
的有利态势”⑤。
中共领导的游击战争，成为塑造战争格局的 “第三者”，根本打破日军的战争预期。以毛泽东

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日军战略并指出，对日本来说，这确实是一种 “向上的变化，那就是他
扩大了领土、人口和资源”，但是，“他占领中国的土地是暂时的。中国游击战争的猛烈发展，将使
他的占领区实际上限制在狭小的地带”⑥。抗战力量在敌后 “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争，将敌人的后方
也变成它的前线，使敌人在整个占领地上不能停止战争”⑦。换言之，日军得到的不是其预期的汲取
长期对峙所需资源的稳定后方，而是漫长的数千公里新战线。
徐州会战至武汉会战期间，中共在华北敌后实现根据地的大发展，积聚着塑造战争格局的新力

量。周恩来曾于 1937 年 10 月与北方局讨论将华北分为 9 个战略区: 绥西、绥察边、晋西北、晋南、
冀察晋、直南、直中、冀东、山东。1938 年 4 月中共发出进军平原的指示后，至武汉会战结束时八
路军在上述大部分地区已经站稳脚跟。1939 年八路军主力部队开进山东地区，标志着华北游击战场
布局的完成⑧。日军总结教训也认为，“我军主力为攻占徐州而南下”成为八路军发展的机遇，“新
四军、冀中军区、冀南军区、冀察热宁边区、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山东纵队等几乎都是这一年成立
的”，武汉会战后 “各部队、各根据地乃至游击区都已经形成，成为中共军队发展的基础”⑨。至
1938 年 10 月，八路军由 1937 年 8 月成立时的 4 万 6 千人发展到了 15 万余人。�10 虽然与关内近百万
侵华日军以及 200 万以上的国民党军队对比，中共的军事力量仍处于不对称的弱势地位，但凭借游
击战争的高机动性，使作为日军核心占领区的华北普遍成了战区。
中共参与塑造战争格局的方式，并不单纯依靠军事力量，而是以建立根据地社会秩序为基础开

展游击战争。日军称对中共 “最需要注意的是其政治工作”，中共的组织、动员、宣传能力极为突
出，甚至 “连归顺皇军的剿共军都被分化”�11。日军后来根据战争实践，分析中共政治与军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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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认为 “所谓统一战线，绝对不是单纯和国民党合作，而是首先要广泛组织民众”，中共
“在社会各方面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全体民众，其构成虽然复杂多元，但由共产党掌握领
导权，并从其中吸收优秀分子入党，使党得以扩大强化，得到强化的党再不断重复上述过程。民众
被组织起来后，中共一边对其武装化，一边让其参加政治组成行政机构，这样就在党的周围形成军

事、政治机构，再以之迅速推进上述再生产过程”，中共在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政策，
“都加深了对民众的影响”，同时 “使游击战的展开成为可能”①。基于上述认识，日军恼怒地将中
共称为 “治安之癌”。由于中共军政体系的存在，伪政权无法建立独立的统治秩序，只能完全依靠
日军军事力量。日军处处布兵，将占领区内部也变成战争前线，而这一战线的长度几乎是无限的。
日军在徐州会战后迅速发现了问题，随即在华北展开 “扫荡”，但已无法威胁八路军的生存。

武汉会战期间，华北方面军留驻主力于华北，指出中共在太行山的活动 “正波及华北全境”，“恢复
治安的地区只有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的范围”②，准备集中力量发动 “扫荡”。九十月间，华北方
面军发动 “山西北部肃正作战”。为此，中共中央判断: “华北游击战的普遍发展，全国抗战配合，
目前敌仍不能集中绝对优势兵力进行周密的围攻计划。”③ 结果日军意识到 “中共势力暗中已显著
扩张”，在局部地区的 “扫荡”无法对八路军的生存造成根本威胁，但 “要在华北全域开展大扫
荡，兵力又远远不足”④。频繁 “扫荡”后，日军于 1939 年初发现，中条山一带的中央军 “受到巨
大打击”，晋绥军也 “发生巨大动摇”，只有八路军反而扩充了部队，“交通线的匪害比十二月加倍
了”，感慨 “共产党的政治工作相当有韧性，要彻底讨伐并掌握民心，未来需要付出巨大的努
力”⑤。这意味着八路军华北的战略展开趋于完成，在主力牵制于武汉方向的情况下，单凭华北日军
已难以威胁八路军的生存。这与年初的战局完全不同，也证明了中共战略决策和展开的及时有效。

1938 年末，日军总结本年度的战略失误，并分析中共在战争格局中的作用。参谋本部称: “徒
劳的持续进攻内地，只会中了敌军的消耗战略之计，有害无益。而抽出大量兵力作战，使我占领区
内部治安迅速恶化，尤其是中共军队迅速而强力地进行渗透，因此确保占领区的安定是当务之

急。”⑥ 他们还承认: “汉口陷落后，事变将进入新的阶段，届时我军最大的任务是尽快恢复中国的
治安。治安不恢复，不管我军想干什么，都无法腾出手来，中国治安之癌便是赤色势力，要斩草除
根地消灭中共军队。”⑦

日军总结教训准备战争 “新阶段”的同时，中共也总结了成功经验，准备迎接抗战 “新阶段”。
1938 年 10 月，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表 《论新阶段》，认为到日军 “被迫停止进
攻之时”的 “新阶段”，“虽然敌我在战略上是相持的，但仍有广泛的战争，主要表现于主力军在
正面防御，而广大游击战争则发展于敌人的后方”⑧。从国内战争转为民族战争，从正规军和运动战
转为游击军和游击战，中共 “相当顺利地执行了这个转变，不但未遭挫败，反而大大地胜利了。”⑨

面对 1938 年战争形势的转变，中共中央对日军战略的准确判断和大胆决策，成为打开游击战争局
面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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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日军在 1938 年初至年末战略的变化，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中共的发展及其在塑造战争格局
中的作用。年初日军设定的应对持久消耗战的规划，核心是从占领区汲取战争资源，减少日本自身
的战争投入。而这一年日军战争规划的变化，也始终以日占区与国统区的对峙为前提，日军的战略
优势和日占区的扩大，似可保证日本在战争中的优势地位。但中共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平原
游击战，在敌后广大地区实现了战略展开。在日军设想的双边战争格局中，出现了中共这一特殊的
独立自主的 “第三方”，使日占区普遍成为新的独立战场。中国抗战拥有相对稳定的大后方，可以
集中兵力于正面前线，日军却不得不面对后方也是战场的困境，这极大地弥补了中国与日本国力差

距所带来的影响。独立的广大的敌后抗日战场，与正面战场在战略上相互支援配合，牵制消耗日本
大量兵力，抗日战争逐渐步入战略相持阶段①。

四、结 语

1938 年，日、国、共三方战略与抗战格局出现了大转变。毛泽东指出，中共实现应对民族战争
与游击战争的转变，意义非同寻常，“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
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国民族解放命运上的历史意义，就会知

道的”②。而中共的成功，与中央审时度势准确判断并应对日军战略的变化密切相关。
日军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博弈，深刻影响了敌后战场的发展形势。1938 年初，日军计划

在实现第一阶段进攻目标后，采取战略紧缩，切实控制占领区以应对持久战。中共在华北开始战略
展开的时间不长，根据地尚不稳固，存在八路军主力被日军分割包围的危险。而日军战略紧缩引起
的保守姿态，使国民党认为日军进攻出现疲态，试图从消极防御转向攻势防御。台儿庄大捷加速了
日军战略的调整，为围歼徐州附近的国民党军队主力，并进而突进武汉，日军仓促从占领区调兵，

使其后方出现空虚。中共中央基于对日军暂时无暇顾及后方的判断，果断作出开展平原游击战的重
大决策，抓住机遇以主力前出平原开辟大片敌后根据地，为游击战争创造了回旋余地。
中共对战争格局的重构，并非完全依赖仍然较弱的军事实力，而在于其以卓越的政治能力，在

敌后战场以根据地的方式重建社会秩序。日军即便以 “扫荡”确认其军事上的优势，亦无法普遍建
立统治秩序。这使其欲 “进”正面进攻完成战争，受限于大量兵力被牵制于占领区; 欲 “退”应对
持久消耗战，受限于敌后战场而无法战略收缩节减消耗。日军向前线集结兵力取得战役胜利，不仅
不能完全赢得战略优势，相反为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日军也反思战争教
训，模仿蒋介石提出 “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 “剿共”方针，但始终未能达到目的。中共在
1938 年战争格局激变之际，根据敌情所作出的大胆战略抉择，使其领导的游击战争得以立稳脚跟并
扩展至平原地区，成为决定中共命运与抗战成败的关键。毛泽东正是以此为背景提出 《论持久战》，
基于战争经验作出最后胜利的论断——— “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③。

( 本文作者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副教授)

( 责任编辑 乔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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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1 卷下册，第 525、526 页。
《战争和战略问题》 ( 1938 年 11 月 6 日)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 卷，第 426 页。
《论持久战》 ( 1938 年 5 月)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15 页。


